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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茅瑞徵《东夷考略 · 建州》，见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
22 《大义觉迷录》，见《清史资料》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3–5页。
23 《中原阳九述略》〈灭虏之策〉，见《朱舜水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13页；《与王师吉书》，同上，
51页；《与王民则书三首》，同上，53页；《答小宅生顺问六十一条》，同上，407–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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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与事实之间存在有相当的距离。实际上，清在入主中原前对孔子不乏真诚的示敬行为，
已显示了满族人对中原文明的认同意识24。顺治（1644–1661）以至乾隆（1736–1795），中原
人从清朝对以朱子学为核心的政治理念的坚守不移，对旷古未有的汉文化集成之作《古今图
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全力投入等行为中，已经难以判别满、汉之间在国家事
务上的表现还有什么本质性的不同。与元朝之间的鲜明差异是，清固然有游牧经济成分，但
农业经济在其入关前已占据了相当比例，乃是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这意味着，清的政治经
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与中原地区有了绝大的相似性，对土地所有权的理解也远非蒙元时代
所可比拟。这样才能理解，何以努尔哈赤要部分导入中原式统治方式、占据并分封辽东之地
给旗人，以及清统治集团入主中原后大量擢用汉人官员的重要原因25。有学者甚至认为，皇
太极将“女真”改称“满洲”、在国号上易“金”为“清”等行为，都“表达了”其建立“正
统的动机”，“因为废除女真和金的称号暗含了重新将自己纳入‘中国’范畴的可能性。”26　
乾隆时代，寻访热河的李氏朝鲜人朴趾源（1737－1805）及其相关论述，似尤具说服力27。
实际上,那时的日本人也并非不知个中实情，否则，便不会有荻生徂徕“吾闻清不更明制，
信矣哉”的说法了28。
只是，当时的诸多日本人士，也确实以为明清鼎革即意味着“华夷变态”29，正以为如此，
日方在人格上最看中朱舜水的，便是他“不食周粟”的大义名分；而德川光圀此前也正是伯
夷、叔齐的崇拜者30。如此，则朱舜水言行对他们的感官刺激和情绪感染，应该比朱氏本人
如何痛苦，更为重要31。这意味着，朱舜水与日本人士的共鸣，事实上已形成了一个同气相求、
同好相倾的价值共同体。就朱舜水而言，“清夷”的南下，无异于毁灭了他心目当中最有价
值的中华文明，何况他本人即因此而背井离乡、客居他国，而亲朋好友还正在彼岸“犯白刃”、
“遭屠戮”呢！更为重要的是，他来日本的目的，就是想如果通过他自身的痛苦经历，去说
服与崇尚中华价值的日本人出兵中土，以恢复大明社稷，存续中华文明。为了这一“大义”，
无论怎样将“清夷”妖魔化，似乎都不为过。
与之巧合的是，日本各界很早就开始了与明朝争夺“中华”正统地位的思考和行动―
“中华”既已成为前近代东亚地区的共通而且是最高的价值。那么，明清鼎革所造成的“华
夷变态”局面，便不但是日本所希望的，也是日本从此欲以“中华”的东亚代言人堂皇登场
的“触媒”。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以往的“华夷秩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即便不如此，
日本的大小舆论也一定要让它如此。当我们看到林罗山坚决排斥日本为“太伯之苗裔”即“俗
24 参阅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5 参见石橋崇雄『大清帝国』東京：講談社、2000年、90、202頁。
26 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536页。
27 参见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60–61页。
28 参见《蘐園二筆》，《荻生徂徠全集》第十七巻，東京：みすず書房、1976年、362页。
29 参见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変態』東京：東洋文庫、1958年。
30 安積覚「義公行実」、徳川圀順編『水戸義公全集』上、東京：角川書店、1970年、463頁。
31 参见安东守约《悼朱先生文》，《朱舜水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735页；安东守约《上朱先生
二十二首》十三，同上，752页；安积觉《明故征君文恭先生碑阴》，同上，631页；安东守约《祭朱
先生文三首》，同上，732–733页；德川光国《祭明故征君文恭朱先生文》，同上，731页；今井弘济、
安积觉撰《舜水先生行实》，同上，623页；大学头藤原信笃《舜水先生画像赞》，同上，744页；伊藤
东涯《霞池庵手柬叙》，同上，781–7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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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称东海姬氏国”的说法时32，当看到山崎闇斋一方面大讲孔孟之道一方面又号召弟子勇擒
“来犯”者孔孟的说教时33，当领教山鹿素行与明清争夺“中国”之称并认为日本才是“中国”
的说法时34，特别当了解到德川光圀反对“中华”为中土所独占而只认“彼国”为“支那”
或“唐山”35 并得知一部宣扬明清鼎革的剧作竟能在日本京畿地区连续上演三个年度时36，则
与其说“对日本学术文化发展贡献最大的莫过于余姚四乡贤之一的朱舜水”37，不如说“明清
鼎革”之际日本人最想了解中国大陆的变化实况以及只有通过这种了解才能帮助日本进行新
的自我定位时，刚好遇到了朱舜水这般人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方面才会认真考虑朱
舜水的“乞师”请求，哪怕最终结果与崔芝和郑成功并无二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
于此时者也。立功成名，声施万世，未有易于此时者也。时乎时！遇此千万年难遇之期，而
弃之轻于鸿毛，吾谓智者之所不为也，仁者义者之所不为也，有志者之所不为也，亦甚可惜
矣！ 38 朱舜水显然已经把“复明”的希望悉数寄托给了日本。
然而，虽说在情感上对清朝恨之入骨，但在理性上，朱舜水却多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诸
明朝自身。这一点，他在反省明朝灭亡原因的文章《中原阳九述略》中有过极明确的说明39。
国恨家仇，固然无法让朱舜水对“清夷”送上哪怕是一句肯定的话，但“莫大之罪，尽在士
大夫”的说法，证明了“物必自毁然后人毁之”的千古箴言；而“迎刃破竹”、“前途倒戈”
云者，还从反面确证了清朝的实力和感召力。实际上，面对“明清鼎革”这一空前巨大的兴
亡教训，后世曾做过无数的反省，诸如计六奇完成于康熙十四年（1675）的《明季北略》40
和同一年见到的“明遗民林上珍”的《清朝有国论》（被收入《华夷变态》中）41 等不一。但
相比之下，日本人所见关于明朝灭亡原因的最早、最理性、也最有深度的分析，乃是上述
1661（宽文元）年6月朱舜水应安东省庵“中原致乱之由及逆虏之兵势”之询而撰写的《中
原阳九述略》。清朝在前近代东亚地区所构成的威压，已反衬出江户日本的虚弱。黄宗羲的《日
本乞师记》中客观地描述了这一事实42 ；日本学者石原道博还具体分析了日本态度的史实根
据，并认为这构成了明“乞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43。
32 『林羅山文集』（上）第三十六巻、東京：ぺりかん社、1979年、408頁。
33 原念斎『先哲叢談』巻之三、124–125頁。
34 山鹿素行『中朝事実』「中国章」、『山鹿素行集』第六巻、東京：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1931年、10–
11、12、13、18頁。
35 徳川光圀《西山随筆》、载《水戸義公全集》中、東京：角川書店、1970年、215頁。又、《西山遺事》、
载《水戸義公伝記逸話集》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年、296頁。
36 参见塚本学「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夷』観念について」、载氏著『近世再考：地方の視点から』、102
頁註28。
37 林俊宏《朱舜水在日本的活动及其贡献研究》绪论，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38 朱舜水《中原阳九述略》〈灭虏之策〉，见《朱舜水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13页。
39 《中原阳九述略》〈致虏之由〉，见《朱舜水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1页。
40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3，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515页。
41 林上珍「清朝有国論」、参见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変態』上冊、東洋文庫、1958年、112–114頁。
42 黄宗羲《行朝录》卷八〈日本乞师〉，载《黄宗羲全集》第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83页。
43 参见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120–1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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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浙东中华主义”的推出与异国实践
对日本“东夷”的“毁誉参半”和清朝“东夷”的“明贬暗叹”，使朱舜水的在日角色
和日后作用开始获得凸显。按照朱氏的逻辑，明朝之所以在清军面前不堪一击，是因为政治
上纲纪弛坏、军事上贪生畏死和学术上崇尚虚诞。他之所以特别强调明亡“乃中国士大夫之
自取之”，是因为作为立国根据的国家学术和在如此学术氛围中孵化出来的各级官员出了问
题，并且是根本性问题。朱舜水将迄今风行于日本的儒教斥为“邪教”，也正是有惩于明朝
巨大的兴亡教训而发。而教训汲取的结果，便只能是对于实学、实效和实力的高度强化而不
是相反。于是，朱舜水的学术理念，对当时的日本学界特别是水户学来说，已不啻被吹进了
一股清新强劲的旋风。这体现在他对宋明理学凌空蹈虚倾向的强烈批判上44。
日本是一个善于从中国汲取教训并以此为鉴来迅速调整自我的国家，明清鼎革时如此，
鸦片战争时亦未尝不然。由于“德川朝的恩人”和“维新致强最有力的导师”（梁启超语）
使朱舜水的作用刚好发挥于这两个历史阶段，因此，一般认为，朱舜水能够给日本带来日后
巨大变化的根本，在于他所提倡的“实学”。可是，为什么只有他能给日本带去务实的学问
而别人不能（如张斐等）45 ？
朱舜水每每被称为“浙东儒者”46，他的学术实渊源于“浙东学派”。所谓“浙东学派”，
是指历史上形成于浙江东部地区的重要学术流派。全祖望把它称作“浙学”、“婺学”或“永
嘉之学”47，章学诚则称之为“浙东学术”48。何炳松认为，南宋以来，浙东学者多专究史学，
所以应称之为“浙东的史学”。他进一步指出：“浙东史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
自南宋到明初，第二期自明末到现在（指1930年）。第一期有永嘉和金华两大派，并由金华
分出四明的一支。第二期中兴于绍兴而分为宁波与绍兴的两派。”49 具言之，第一期实包括（1）
以吕祖谦文献之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亦称“吕学”，（2）以陈亮崇尚事功的王霸之学为
代表的“永康学派”，又称“事功之学”，（3）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以考订千载
经制治法之学为核心的“永嘉学派”，又称“经制之学”。而第二期是指以黄宗羲、万斯同、
万斯大、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为代表的治学先穷经而求证于史的经史之学，亦称“浙东
史学”。此派主要活动于宁、绍地区，自黄宗羲开山后，前后相承，自成统系。
然而，尽管时跨数代，人历古今，后世学者却几乎从这两个不同阶段的“浙东学派”身
上发现了一个共通的学派要旨，即“事功本于仁义，仁义达于事功”（黄宗羲语），换言之，
亦即注重道德与事功的统一，讲究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命。章学诚指出 ：“浙东之学，
44 参见朱舜水〈答安东守约书三十首〉之二十，见《朱舜水集》上册，160页；朱舜水《中原阳九述略》〈致
虏之由〉，同上，1页；朱舜水〈答奥村庸礼书十二首〉之十一，同上，274–275页；朱舜水〈答野节
问三十一条〉，同上，390页。
45 参见今関天彭「日本流寓の明末諸士」、载氏著『近代支那の学芸』東京：民友社、1913年、428頁。
46 参见参见朱谦之《朱舜水集》前言，见《朱舜水集》上册，6页；林俊宏《朱舜水在日本的活动及其
贡献研究》，166页。
47 分见《宋元学案》卷86〈东发学案序〉（《黄宗羲全集》第6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394页）、
〈泽山书院记〉（同上，396页）、卷60〈说斋学案序〉（《黄宗羲全集》第5册，355页）、卷48〈晦翁学
案序〉（《黄宗羲全集》第4册，816页）。
48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5〈浙东学术〉，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523页。
49 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第6章〈浙东学派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88、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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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又：“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50 在
今天看来几乎充满了“自明”正当性的“浙学”理念，历史上却不时引起反对者的弹压和支
持者的颂赞―它使何炳松的以下问询总有催人思考的价值：“至于……朱氏一派怎样把浙
东的学派目为功利之学，当时的浙东学派中人怎样代自己辩护，明代的宋濂，清代的黄宗羲、
黄百家、全祖望、纪昀、张作楠诸人怎样代浙东学派伸冤，这种种问题都应该让研究浙东学
派的人去讨论。”51
实际上，后世学者特别是第二期“浙东学派”的人物们在讨论第一期“浙东学术”时的
态度是十分明显的。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褒陈亮贬朱熹的学术倾向代表了这一态度52。
更进一步，黄宗羲还以对比的手法，给永嘉之学以会心的赞美：“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
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目合眼、矇瞳精神、自附道学者，
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53 在解释前后两个时期“浙东学派”何以会有共通的价值
取向时，一个无法回避的内在而深刻的逻辑关联是：“南宋的功利学派无论其学术宗旨或治
学路径与《宋元学案》的编纂者有相类似之处。例如，前者为学主经制，后者为学重经史；
前者讲事功，后者讲经世致用。又如，他们都反对空谈性命，等等。正是这种学术思想上的
共同点和相似点，决定了《宋元学案》的编纂者对于功利之学持肯定的态度，而这也是他们
在‘义利王霸’之辩中偏于右陈的重要原因。”54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位处两期“浙东学派”之间的“东林党人”，在“实理实学”弘扬
上所发挥的重要中介作用。因为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政治理念，甚至在人员的血脉上，“东
林党人”都与“浙东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第二期“浙东学派”创始人的黄宗羲，
其家族遭遇和由此而激发出来的反抗情绪，与王阳明颇堪比拟。因抵制大太监刘瑾的特务统
治而牵累父亲、谪居龙场的遭遇，使王阳明创生了著名的“姚江学派”。察王阳明一生终始，
恐怕任何人都难免会留下这样一个十分强烈的印象，那就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和“心外
无物”论，完全是恶政逼迫下的产物。王阳明如此而为的意义，按照余英时的说法，是想通
过所谓“人人都具有的良知”这个内在标准“把决定是非之权暗中从朝廷夺还给每个人”，
仿佛使“致良知教又涵有深刻的抵抗专制的意义”55。这恐怕是除家学外，黄宗羲还承袭了部
分“姚江学派”统系的原因之一，也是章学诚称黄氏学术“上宗王、刘，下开二万”56 的道
理所在。尽管在今天看来，唯一具有可操作性并能够切实“格正”“君心之非”的法律准绳，
在心学体系中只能转化为“精神胜利”和“政治冷感”，并且由现实逃遁所催生的禅学倾向，
还使“事上磨炼”、“知行合一”的王学要义，逐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它与余姚特有的实务
之学发生冲突，只能是时间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林党的问题上，朱舜水与黄宗羲亦有着近似的经历。据《朱舜水先
50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5〈浙东学术〉，同前揭，523页。
51 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第6章〈浙东学派的兴起〉，205页。
52 《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见《黄宗羲全集》第5册，225页。
53 《宋元学案》卷52〈艮斋学案〉，见《黄宗羲全集》第5册，56–57页。
54 参见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768–770页。
55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页。
56 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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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行实》载，舜水曾师从“礼部尚书吴鐘峦研究古学，特明诗、书”57。闵尔昌亦称：“朱之
瑜字鲁屿，号舜水，余姚诸生。从朱永祐、张肯堂、吴锺峦学。”58 黄宗羲《明儒学案》复谓，
吴鐘峦乃东林党领袖、实学大师顾宪成的门人59，等等。张肯堂固已殉明，而吴锺峦也在抗
清中“自焚而死”60。朱舜水之所以认定沉湎于“章句科第”之学便无复“忠君爱国”，而那
些务实的“忠君爱国”者如“东林党人”却刚好不以“章句科第”为意，当与他平生所见所
闻，无法切离。“东林党”的创始人为顾宪成。“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
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
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61“官辇毂”一段，
亦见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8〈东林一〉。其中激荡着的“实学事功”主义倾向，不但影
响了黄宗羲父子两代人，而且按照朱舜水的出自，这无疑也给舜水本人的观念烙上了几乎规
定他未来走向的深刻印记。林俊宏谓：“朱舜水可谓顾宪成的再传弟子，承继东林学者注重
实学，合于世道的精神。”62 而所有这些，都与“浙东”这个务实主义的学术渊源密不可分。
所以朱谦之说 ：“舜水对待历史的态度和黄宗羲所开创的‘浙东学派’有一致的地方。”63 这
样在学脉上才好理解，为什么在审视朱熹与陈亮学案时，朱舜水竟是那般地右袒陈亮一方64。
至于舜水将一切经世道理的最终裁定者完全交给“周孔之道”的学术倾向，是否也与“浙东
学派”有某种渊源关系呢？钱穆注意到，早期“浙东学派”之所以屡遭朱熹等人的非议，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物均将终极标准措诸周孔身上65。
如此而观察朱舜水的学派归属和来源问题，答案可庶几明晰起来。就大脉而言，舜水的
“实理实学”，实根据于“周孔”圣人之道；从晚近的意义上说，乃根源于“浙东事功学派”，
尤其是后者。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陈亮与朱熹争辩时所所谈到的“孟 · 荀”。虽不能
说朱舜水的思想中有直承荀学的成分，但“浙东学派”中荀学思想所在多有，却是无法回避
的事实。而且正如日后登场的日本近世思想家所能展示的那样，荀学在德川幕府，确曾扮演
过极其重要的角色。重要的是，以荀学为“原型”的日本“古学派”集大成者荻生徂徕
（1666–1728），与朱舜水之间有过深刻的间接联络，并且朱舜水的著作还对徂徕学构成了直
接的影响66。这一点，适足令人深思。朱舜水对“圣人之道”的赞颂和对宋明理学务虚本质
的批判，在给日本人灌输了实学思维的同时，也给日本学界脱离和否定中国官方意识形态
―道学，开启了学术先河。
这意味着，舜水之学虽不乏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各自成分，但究其实，却既非朱子学，亦
非阳明学。在对朱子学和阳明学的选择中，朱舜水显然抛却了两者共通的“空疏不实”成分。
57 今井弘济、安积觉撰《舜水先生行实》，见《朱舜水集》下册，612页。
58 闵尔昌《碑传集补》卷35〈朱之瑜〉，见《朱舜水集》下册，641页。
59 《明儒学案》卷61〈东林四〉，载《黄宗羲全集》第8册，868–869页。
60 有关吴锺峦事迹，见《明史》卷276，《明史稿》卷257，《明儒学案》卷61。
61 《明史》卷231〈顾宪成传〉。
62 林俊宏《朱舜水在日本的活动及其贡献研究》，166页。
63 参见朱谦之《朱舜水集》前言，见《朱舜水集》上册，6页。
64 参见朱舜水〈答野节问三十一条〉，见《朱舜水集》上册，386页。
65 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6页。
66 参见拙著《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第五章《朱舜水在日活
动再思索》，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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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舜水的“东夷褒美”
因为“道问学”不但内含“章句训释”之学术“末技”，还有“心性命理”之臆断玄思；而“尊
德性”亦不但有“心外无物”的空想，更有“白门训示”的狂想。明朝巨大的兴亡教训，已
决定性地取消了朱舜水所追求的“实理实学”会从理学和心学的虚妄偏好上娩出的任何可能
性。然而，无论是朱子学还是阳明学，两者在立学之初并不缺乏“实理实学”内涵，即朱子
学中除了“理”还有“气”，而阳明学中除了“致良知”还有“事上磨炼”。理学心学共通之
弊，在于学派的极至处均无一例外地抛却了“气”论和与之相应的“事上磨炼”传统。如果
一定要说朱舜水的思想折衷了朱子学与阳明学，那么，它所汲取的则是两家学说中后来几乎
均被偏废了的“格物致知”精神和“事上磨炼”价值，而不是“理在气先”与“心外无物”
的禅机玄理。在这个意义上，所谓 “之瑜……为（日本）建学，设四科，阐良知之教，日本
于是始有学，国人称为朱夫子”67 和“舜水先生亡命日本，传王学于彼邦”68 云者，往往想象
多于事实。在回答日本人小宅生顺的问题时朱舜水甚至说：“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其
表章六经，实为万代之功。若非汉武，则圣人之学久已灭绝矣，岂宋儒所能开辟也！今贵国
但患不能好圣人之学耳！果能好之，且可为尧为舜，何患文章之不及中国也？此为之数年，
便可见效，十年便可有成，何不试之，而徒作临渊羡鱼之叹？此言非如释氏之捉风捕影也。”69 
一篇《中原阳九述略》，已把明朝所以失国的学术原因，全部展示在日人面前，也把日本如
何免蹈大明覆辙并趁势崛起于东亚的根本秘诀，和盘托出。
从这个意义上讲，朱舜水在日期间并力推出的，与其说是以道学为代表的所谓儒学主流，
不如说是具有浓厚务实精神和地方特色的“浙东中华主义”。他的工作是潜在而成功的。通
过他润物无声式的因势利导和着力渗透，日本不但完成了由局部到整体的“去中心化的中心
化”过程70，还全方位地建立起了自身的统系―包括历史、哲学和国家意识形态71。然而，
当我们进一步观察日本变化的伏线时会发现，其对“中华”的争夺，亦无疑使自身的中华色
彩日趋浓重。幕末明治时期“尊王攘夷”的口号由水户藩大声喊出等理直气壮行为，反衬了
其对自身中华立场的整体没入和习焉不察。这在西方入侵者面前本应由中国带头发出的怒吼
此刻居然由日本人代为呼号的现象，从一个侧面确证了朱舜水工作的部分实效。
然而，朱舜水亡命日本期间的“东夷褒美”后果，有些已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形式上
看，清朝取代明朝似乎已经使“中华不再”，但清朝毕竟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开拓者，而
中土也毕竟是朱舜水祖辈生息的故园。就“亡国”之初的心境讲，朱氏的“乞师”行为无疑
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许朱氏也预感到他东瀛“布道”可能会导致的后果。尽管那符合他
的初衷，但家国的情结，又使他不忍目睹中日之间的兵戎相见。这一点，从他所谓“他日中
国复兴，未必非友邦辑睦所系”72 等话语及其态度调整中不难窥见。尽管朱舜水用现身说法
的方式在日本大谈华夷，旨在强调“文野之别”，可当华夷观念被措置于清朝和日本之间时，
“文野之别”就极易转化为“国族主义”，甚至会引发日本对中国的颠覆冲动。这一点，虽说
未尝乖离朱舜水反清复明的初衷，但后来却未必就是他真心期待的惨景。然而，历史的因果
67 参见邵念鲁《明遗民所知录》传十七《朱之瑜》，见《朱舜水集》下册，640页。
68 参见朱谦之《朱舜水集》前言，见《朱舜水集》上册，4页。
69 参见朱舜水《答小宅生顺问六十一条》，见《朱舜水集》上册，412页。
70 参见拙稿《“去中心化”的“中心化”》，《读书》2009年第8期。
71 参见拙稿《朱舜水在日活动新考》，《历史研究》2008年3期。
72 参见朱舜水《答答源光国十一条》，见《朱舜水集》上册，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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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时常冷笑我们的主观意志 ：朱舜水当年的“乞师”不成，反而使明治兵舰不请自到。
当日本不但在朱舜水的鼓励声中已经确立并确信自身“中华”正统地位的时候，当西方文明
几乎进一步把整个东亚均降为“蛮夷”而日本却独能跻身列强的时候，朱舜水当年传播于日
本的“华夷对立”观念，二百余年后竟转化成日本与中国的“国家对决”。在“清室覆亡，
朱舜水的志愿才算偿了”（梁启超语）的过程中，有日本国参与的中国内乱，最终也给舜水
的母邦带去了东洋人的灾难。倒是后藤新平的感慨道出了一点猜测式的真实：“若更令有知
禹域乱余之危局，其（指朱舜水）或拊膺而长叹太息欤！”73
73 後藤新平「朱舜水全集序」、参见稲葉君山編『朱舜水全集』東京：文会堂書店、明治45年、3頁。
